第二节  参加“第三党”

1930年初一天，戴盆天来到了吴江乡村师范找毛啸岑，两人久别重逢，自然是一番欣喜。

戴盆天告诉毛啸岑，他接到了上海的来信，要他回上海参加中华革命党。

“中华革命党？”毛啸岑以前对这个党了解甚少。

戴盆天向他介绍了中华革命党的情况。一听说这中华革命党领袖人物是邓演达，毛啸岑兴奋了起来。

原来，大革命失败后，共产党人在寻找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同时，邓演达由于不满国民党的反动统治，也在寻找革命的出路。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主任的邓演达，在“四·一二”反革命政变后，曾与谭平山、施复亮、彭泽民等酝酿重新建立一个革命党来挽救革命。汪精卫叛变、国共分裂，他被迫离开武汉时，留下了《告别中国国民党的同志们》一信，谴责蒋介石、汪精卫的反革命行径。他到苏联后，又与宋庆龄、陈友仁在莫斯科发表了《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》，明确阐述了三民主义的意义，提出继续与新军阀作斗争的主张。1928年春，谭平山在上海主持召开大会，成立了一个新的政党。命名为“中华革命党”。会上选举邓演达为负责人，在邓演达归国前由谭平山代理。

戴盆天要走了，毛啸岑希望跟他一起走。戴盆天说：“我先去看看情况，到时机成熟，我会给你写信的，到时你再去也不晚。”

毛啸岑依依不舍地送别戴盆天，临别时他握住戴盆天的手再三嘱咐：“有消息马上来信。”戴盆天说：“你放心，会有消息的。”

送走了戴盆天，毛啸岑扳着指头过日子，期待着戴盆天的音讯。

不久，接到了戴盆天的来信。戴盆天告诉毛啸岑，他一到上海就参加了中华革命党，要毛啸岑立即去上海。读着来信，毛啸岑的热血又沸腾了起来。

毛啸岑来不及与同事打招呼，就急急忙忙地奔赴上海。

那天的天气特别晴朗，毛啸岑一路上的心情也特别的好。“上海，离别了许久的上海，我又将回到你的怀抱！”他在心里默默地呼喊着。

戴盆天接待了他，为他安排了食宿，并且交给了他一大叠文件、材料、书籍。

毛啸岑读着谭平山的《科学三民主义》，读着邓演达、彭泽民、陈友仁、陈其瑗等署名的文件，读着中华革命党的纲领。夜深了，毛啸岑还未能入睡，他了解了中华革命党，看到了反对蒋介石的号令，知道了谭平山是第三国际委员，还和斯大林见过面，有着革命的抱负……，此时的毛啸岑正找组织关系，象一艘不知驶向何方的小船，茫茫前程需要引路人。他决定跟着邓演达、谭平山干革命，递交了参加中华革命党的申请。

回到吴江，毛啸岑积极地在吴江乡师的师生中宣传中华革命党，讲述中华革命党的纲领，对学生进行革命思想的启蒙教育。有一次，在对毕业生讲话时，他说：“我向往共产党，是国民党左派，现在已参加中华革命党，谁要参加什么党，我都可以介绍。”

1930年5月，邓演达回到上海，8月9日召集各地代表参加的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，将中华革命党更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。会议通过了邓演达起草的《我们的政治主张》，提出了斗争目标是进行“具有民族、民权、民生三种性质而以社会主义革命为归宿”的革命，提出当前必须“推翻国民党蒋介石政权，在平民政权建立后，运用政权发展生产。”当时，上海各大报虽然也有许多人赞成这一主张，但惧于蒋氏权势不敢刊登，只有两家日文报纸《上海每日》和《上海新闻》摘要登载了《政治主张》，却给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取了个外号叫“第三党”。

中华革命党更名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，各地机构相应成立。在谭平山领导下，江苏省革命行动委员会成立了。毛啸岑与张曙时、戴盆天、郑太朴、王民峰、张一声等被推举为委员，毛啸岑分工负责财务和组织发展工作。

回到吴江，毛啸岑根据上级的指示，以高涨的革命热情开展 “第三党”的发展工作。

他先把目标放在县立吴江中学和他任教的吴江乡师，积极宣传“第三党”提出的“继续孙中山的革命”，“打倒蒋介石的专制独裁政府，建立平民政权”，“实行耕者有其田”，“彻底肃清帝国主义在华势力”等政治主张。这些主张得到了师生们的拥护。在毛啸岑的周围团结了一大批思想进步的学生，其中陈树英、刘焯、严汉民等后来都参加了共产党，成了共产党的高级干部。

毛啸岑利用自己国民党吴江县党部委员的身份，在县党部内进行瓦解工作，发展“第三党”党员。当时的国民党吴江县党部委员徐因时、陈剑法、朱云其等，都参加了“第三党”。

短短几个月时间，吴江“第三党”党员发展迅速，吴江城区内已达六、七十人。不久，成立了区党部。吴江乡师后来发展到50多人，成立了支部。继而，毛啸岑又在黎里等地发展组织。

“第三党”没有自己系统的理论。毛啸岑根据上级指示，在党员之间秘密传阅《列宁传》、《高尔基传》、《唯物主义》、《苏联革命史》、《革命行动》，邓演达的《我们的政治立场》和如何做秘密工作的党内书刊，对剩余价值和阶级等问题进行专题讨论。乡村师范的学生利用参加江苏省童子军第二次全省大露营的机会，在镇江邮发《告全省童子军书》传单，在营地张贴标语，揭露蒋介石的反革命行径。
1931年7月的一天晚上，“第三党”借国民党吴江县党部召开吴江县代表大会，出席会议20余人。会上选举了徐因时、陆剑飞、谢鸿图、查志超等5人为县执行委员，组成吴江县党部。还选举毛啸岑和刘焯为出席江苏省“第三党”代表大会的吴江代表。

要进行革命必须得有自己的武装。于是毛啸岑来到黎里，找到了黎里区区长凌应桢。

当年省政府要举办区长训练班，毛啸岑得到消息，觉得这是个极好机会。如果有自己的同志去学习回来担任区长，对革命有很大的好处。由谁去呢？他想到了凌应桢。凌应桢是黎里镇人，当年也是革命积极分子，曾担任过国民党县党部第三届执行委员。毛啸岑的一席话感动了凌应桢，他表示争取去考。经过努力，凌应桢如愿考入了省政府区长训练班，1929年毕业后回到黎里，担任了黎里区区长。

毛啸岑找到凌应桢，向他讲述了“第三党”实行三民主义、反对蒋介石的政治主张，希望他能利用现在的身份，配合“第三党”在建立武装上做些工作。凌应桢点头答应了，两人一起商量了行动方案。

不久，凌应桢以保护地方为名组织了自卫团，装备了武器。“第三党”派了许建华来担任教练员突击集训。毛啸岑把这支自卫团作为“第三党”的武装力量，有朝一日上级号召开展武装斗争就可立即响应。他还到农村去组织零星的武装小分队，为“第三党”积累力量。

8月20日，毛啸岑在镇江参加国民党江苏省代表大会，突然收到一份上海电报，电文四个字：“母病速回”。毛啸岑看到这四个字，心里一阵颤动。他的母亲已于1928年去世了，这电报是“第三党”的同志打来的，一定是党内发生了重大事件。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，不等会议结束，就告假去了上海。

